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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德国统一进程看德国及柏林的国际法律地位* 

葛勇平 【德】吉尔伯特·高内克

摘 要：从国家法角度看，德意志帝国没有由于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而消亡。作为平等的国际法律主体，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于1973年同时被联合国接纳，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联邦宪法法院认为，在1990年两德统一之前，联邦德国与德意志帝国在国际法上的主体身份是一致的。1990年10月民主德国根据《基本法》第23条加入联邦德国之后，联邦德国成为整个德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唯一代表。对于德国的法律地位和柏林曾一度拥有的相对特殊的地位，美英法苏四国的行动具有决定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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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r internationalen Rechtslage Deutschlands und Berlins aus Sicht des Einigungsprozesses von Deutschland
Ge Yongping/Gilbert Gornig (Dt.)
Staatsrechtlich ist das Deutsche Reich nicht durch die Niederlage Deutschlands im Zweiten Weltkrieg untergeganen. Als gleichberechtigte Voelkerrechtssubjekte erlangten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RD) und die 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 (DDR) weltweite Anerkennung, was sich durch die gleichzeitige Aufnahme beider Staaten in die Vereinten Nationen im Jahre 1973 niederschlug.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hat die Identitaet zwischen der BRD und dem Deutschen Reich vor der staatlichen Einigung im Jahre 1990 vertreten. Seit dem Beitritt der DDR gemaess Art. 23 Grundgesetz im Oktober 1990 in die BRD vertritt die BRD das gesamte Deutschland in der Voelkergemeinschaft als einziger Vertreter. Die Handlungen der Vier Maechten hatten fuer sowohl die Rechtslage Deutschlands als auch den relativ besonderen Status Berlins entscheidenden Einfluss.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法律地位是个复杂而有争议的问题，要对两德统一过程进行国际法上的正确评价，必须以确定该法律地位为前提。在1990年10月3日两德统一前后，德意志帝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否和以何种形式作为国际法主体继续存在，从而各自独立地继续作为国际法上权利和义务的承担者存在；[[1]]或者，是否它们作为国际法主体已经消亡，进而，它们的权利和义务只能通过国家继承而续存，这些是值得探讨的问题。鉴于在德国重新实现国家统一之后，一些国际法条约的命运决定性地取决于条约当事方的命运，所以，前述问题的结论将对此问题产生直接影响。

一、德国在1990年统一前的法律地位问题
（一）德意志帝国的续存
1945年，德意志帝国没有由于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而消亡。从国家法角度分析，德意志帝国未消亡的理由是，没有任何一个构成国家的基本要素[[2]]——国民、国土和国权——因德国的崩溃而消失。[[3]]德国的国民仍然存在，德国的国土也仍然存在，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德国的国家权力被占领军的行政权所代替，而非除权。根据盟军的公开声明，占领军的行为并不产生兼并德国的效果。[[4]]
根据国际法，德国的未消亡状态首先可以从战胜国的国家实践中得出，对于战胜国而言，首要目的是保持德意志帝国的战争责任国（Kriegsschuldner）身份。如果德意志帝国消亡了，则承担战争赔偿的主体也不存在了，这种情况是四强不愿意看到的。而且，虽然联邦德国于1949年成立，并通过1954年10月23日的《巴黎条约》取得有限的主权，同时，1949年成立的民主德国通过1954年3月25日前苏联的声明及1955年9月20日的两国关系条约也取得有限的主权，但是，德意志帝国并不因此而消亡。[[5]]从国际法的角度看，通过下列两点可以推导出上述结论。第一，关于美英法苏四强法律地位的国际法框架一直提到和援引“德国作为整体”。[[6]]因此，从四强角度看，该“德国作为整体”应该仍然存在。第二，许多其他国家的国家实践亦确认了德国整个国家的续存。[[7]]此外，坚持德国整个国家的续存状态从一开始就符合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国家法上的理解，该理解被记录在《基本法》的许多段落中。[[8]]另，联邦宪法法院在其最早的判例中已经持有上述观点。[[9]]
民主德国本来也曾主张德意志帝国续存的观点，可是，在苏联的支持下，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它主张战败论，即德意志帝国由于德国在二战中的失败消亡。[[10]]但是，民主德国在与苏联的协定中不得不承认苏联得自于《四强协定》的各项权利和责任，而这些权利和责任则毫无疑问地涉及续存的整个德国。除此之外，《东部条约》的内容和关于两德关系的《基础条约》的内容[[11]]亦未对德意志帝国的续存产生任何改变。

《基础条约》第9条规定，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达成一致，此条约不影响两国此前所缔结或涉及的各项条约。通过这一“不影响条款”以及四强对于德国作为整体的各项权利——即对于续存的德意志整个国家的各项权利被重新确定，也可以推导出上述结论。由此可见，德国整个国家的解体，例如最终分解为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是需要四强的许可的。但是，此种情况并未发生。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德意志帝国在经历了1945年、1949年、1955年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的诸多历史事件之后，作为国际法主体它仍然继续存在，但“由于缺乏组织，特别是缺乏制度化的机关，它自身没有行动能力”。[[12]]
（二）联邦德国与德意志帝国的主体身份是否一致的问题
借助于各种各样的连续性理论，人们试图阐析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德意志整个国家的关系。在这些理论中，身份一致说（Identitaetslehre）与分别治理说（Teilordnungslehre）各执一词。根据身份一致说，联邦德国与整个德国主体身份一致；而根据分别治理说，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同位于整个德意志帝国的穹顶之下，是具有完全主权的两个平等国家。[[13]]经过初时的犹疑之后，在联邦德国境内，身份一致说成为关于国家法上对德国地位理解的决定性准则。联邦德国曾经继续执行大量的德意志帝国的战前条约，是作为与其同一身份的国际法主体，而不是作为它的后继者来接受。此外，在《伦敦债务协定》中，联邦德国以国际法的形式承认了德意志帝国的债务。[[14]]基于国际社会对这一国际实践的接受，联邦德国的与德意志帝国身份一致的行为在国际法上意义重大。

在联邦德国与续存的德意志整个国家身份一致的情况下，民主德国的问题又该如何解释呢？从国际法视角看，可以考虑适用脱离理论。在德国问题中，则是德意志帝国的疆域萎缩为联邦德国及德国东部地区的疆域。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民主德国继续进行的脱离尝试由于续存的四强地位而失败。四强认为，德国是个整体，按照1937年12月31日时的领土范围，德国应该作为战败国承担战争赔款义务。所以，民主德国进行的脱离尝试没有四强的许可是无法成功的。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很早就主张联邦德国与德意志帝国身份一致的观点。[[15]]由于德意志帝国与联邦德国各种不同类型的空间扩张及由于联邦德国的主权被限制在《基本法》的适用范围内，联邦宪法法院在“基础判决”[[16]]中仅提及上述两者的部分身份一致。自“台索决议”起，联邦宪法法院的出发点演变成国际法上独具重大意义的主体身份一致观点。[[17]]鉴于上述几项原因，联邦宪法法院拒绝承认民主德国的脱离已经圆满完成。

（三）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之间的关系
从1949年开始，虽然德意志整个国家继续存在，但在这一疆域里，两个国家发展起来，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作为独立国家，在联邦德国获得国际上的广泛承认的同时，民主德国也在国际社会中取得世界性的认可。这些承认最终通过1973年6月两国同时被接纳入联合国反映出来。

起初，联邦德国由于坚持“哈尔斯坦主义”而束缚了自己的外交活动，因而转为采取逐步承认东方国家的双重承认政策。勃兰特认为，两个德国是一个民族两个国家的特殊关系，联邦德国虽然承认民主德国的存在，但是，由于民主德国对联邦德国来说不是外国，所以，联邦德国不能按照国际法来承认民主德国。[[18]]从法学角度分析，上述观点并不完全正确。既然“联邦德国承认民主德国的存在”，那么，联邦德国就应该按照国际法来承认民主德国。事实上，两德关系是两个独立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虽然鉴于其“一个民族两个国家”的特殊性而不具有纯粹的国际法特征，但国际法仍应被适用于该两国关系。

两德于1972年签订的《基础条约》清晰地描述了两国关系的应有状态和应该遵循的准则。例如两德间现存疆界于目前及将来之不可侵犯性；两国中任何一国不得在国际上代表他国或以他国名义行事；两国仅限于在其领土范围之内行使主权；两国尊重彼此就其国内及国外事务之独立性与自主性等。[[19]]
（四）《建立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条约》签定后的法律地位问题
通过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在1990年5月18日缔结、1990年6月30日生效的《建立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条约》[[20]]，两国之间建立了一个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

根据条约序言第4句可知，该条约是向《基本法》所言的国家统一迈出的重要一步。由此，两德指明，民主德国脱离整个德国的尝试中止，取而代之的是两德迅速实现德国国家统一的共同愿望。条约序言第4句还指出，该国家条约只是德国国家统一的预备阶段，国家统一尚未实现。因此，在签定该国家条约后，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仍然是彼此独立的国际法主体。[[21]]民主德国仅将部分主权权利让渡给了联邦德国的国家机关。[[22]]由于参与条约的两个国际法主体资格的身份即将合一，在此不存在国家继承上的法律问题。该国家条约第35条明确规定，本条约不影响两德与第三国签署的国际条约的效力。

二、德国在1990年统一后的法律地位问题
（一）民主德国加入联邦德国的性质和后果
1990年10月3日，依据《基本法》第23条第2句，通过民主德国加入的途径，在自由和自决的情况下，德国的统一和自由终于圆满实现。如上所述，由于国家继承法问题的解决主要取决于继承类别，在此之下，需要分析各次领土更迭的情况，所以，必须首先对民主德国依据《基本法》第23条第2句加入联邦德国进行国际法和国家继承法上的评价。

从字面上看，《基本法》第23条第2句仅仅规定了该作为国家宪法[[23]]的《基本法》的命运，而不是联邦德国的命运，也不是德国其他加入部分在加入后的命运。要民主德国加入《基本法》，即加入一个规范，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联邦宪法法院描述民主德国的加入为“与联邦德国统一”，这是正确的。[[24]]从国际法角度看，毫无疑问，两德的统一过程是一个国家合并的过程。原则上说，作为国家继承类别，这里可以考虑的要么是一国（此即民主德国）自愿被归入一个既存的联邦国家（此即联邦德国），要么是建立一个新的联邦国家。正确区分两种国家联合形式需要依据客观和主观的标准。与《基本法》第146条所规定的统一的解决办法相对，《基本法》第23条第2句明确提出的是加入的解决办法。

首先，《基本法》第23条第2句的原文可以作为一项客观标准。“加入”一词隐含着，“德国的其他部分”加入一个国家实体——联邦德国，而在此加入之后，该国家实体继续存在。其次，对国家继承类别的区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不是客观标准，而是主观标准，也就是说，特别是直接参与联合的各个国家的国家意志。在此，首先是以联邦德国在过去四十年中的自我定位为基础，据此，联邦德国虽然以与续存的整个德国的主体身份一致为出发点，但是，这个联邦德国“在疆域上并不完整，……，而且，只有当德国的其他部分也属于这个联邦德国时，其才如其所盼望的那样完整。”[[25]]与此相反，民主德国是一个身处脱离的国家，其脱离尝试因1989年秋天的几个事件而终结。与此自我定位相一致，两德《实现国家统一的条约》[[26]]第1条第1款规定，民主德国的所谓的各州将成为（续存的）联邦德国的联邦州。在两德《实现国家统一的条约》第1条中，不再谈论国际法主体民主德国。根据两个德意志国家的国家意志，在民主德国依据《基本法》第23条第2句加入之后，联邦德国继续作为国际法主体，其疆域比原来的扩大了五个联邦州。相反，民主德国作为国际法主体完全消失。那些在1990年10月3日之后与联邦德国缔结国际法条约——而不与民主德国或另一个德意志国家缔约——的国家接受这一结果。[[27]]有关国际法文献也确认了该结果。[[28]]
（二）德国国家领土范围与宪法适用范围的关系问题
在与续存的德意志帝国的关系中，通过民主德国加入联邦德国而导致的后者的领土扩大丝毫不改变整个德国与联邦德国的主体身份一致状态。由此，联邦德国以现有的领土范围使在1867至1871年建立的德意志国家得以延续。

关于德国国家领土范围与宪法适用范围的关系问题，主要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完全一致说”（Kongruenztheorie），认为德国领土范围与德国《基本法》的适用范围是一致的。该理论过于理想化。第二种观点是“缩水国家说”（Schrumpfstaatstheorie），也认为德国领土范围与德国《基本法》的适用范围是一致的，基于德国失去原德意志帝国东部地区已成定局，[[29]]该观点强调原来德国的领土已经缩小为联邦德国部分。前民主德国曾经极力主张这一观点，其目的是为了推卸战争责任、逃避战争赔款。第三种观点是“国家核心理论” （Staatskerntheorie），认为德国领土范围与德国《基本法》的适用范围是不一致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德国《基本法》只适用国家的核心部分。该理论是唯一符合现实并有效的观点。这一观点体现在德国《基本法》第23条中。[[30]]
（三）民主德国是否被分解为五个联邦州
在民主德国依据《基本法》第23条第2句加入联邦德国前，如果发生了民主德国被分解为其自己的五个联邦州[[31]]的情形，则将产生其他的国家继承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将有两个不同的国家继承事件先后发生。在此必须首先分析，在国家继承问题上，哪些国际法条约由已消亡的民主德国转移到新产生的五个国际法主体身上。而第二步才应该考察，在已经转移给这五个州的条约中，哪些条约必须由联邦德国继受。

原则上说，因为最迟在民主德国加入联邦德国之时，前者作为国际法主体已经不再存在，因此也无法分裂成其他的国际法主体，所以，民主德国分解为五个州仅可能在其加入联邦德国之前的时段中发生。该五个州也必须因此在上述加入时刻已经作为独立的国际法主体存在。有争议的是，通过1952年7月23日的《关于民主德国各州国家机构的建制和工作方式进一步民主化的法律》及其相随的新的州县市调整，这些至1952年止一直作为民主德国成员州存在的五个州是否不仅仅是在事实上，而且在法律上也已经被解散了。在联邦德国比较通行的观点认为，通过1952年的变动，这五个州只是在事实上，而不是在法律上被解散了。[[32]]由于这五个州是根据民主德国的《州建制法》[[33]]的第1段，并根据1990年10月3日开始生效的《实现国家统一的条约》的附件二第二章第一部分第二节被建立的，所以，这些意见分歧可以暂时搁置不理。由于已经存在的州不必特地再被建立，由此可以推论，这两个德意志国家的出发点是，那五个州在法律上已经消亡。因此，民主德国加入联邦德国和五个新联邦州的建立均自1990年10月3日开始生效。

有疑问的是，在法学的时间点上，州的设立究竟成就于加入行为之前还是之后。如果州的设立成就于加入行为之后，由于在此时刻民主德国作为国家已经消亡，那么，这个国际法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分解事件从一开始就不在考虑之列。但是，两德《实现国家统一的条约》第1条第1款的文字明确指出，州的设立先于民主德国的加入行为。因为根据第1条，那里所指的五个州将随着民主德国加入行为的生效而成为联邦德国的五个州。只有当这些州在加入时刻已然存在时，它们才能成为联邦德国的州。

可是，通过这些州的建立——在民主德国加入联邦德国前完成的——并未发生民主德国的分裂。首先，民主德国在分裂的情形下将作为国家消亡，由此而来，其将无法宣布自己作为一个国家加入联邦德国。在该情形下，加入只能通过各个州的机构来宣布。而事实上，加入是通过人民议院——民主德国的民主合法机构来宣布的。[[34]]也就是说，民主德国在加入联邦德国时，其自己本身还存在着。其次，在1990年10月3日，这五个州既没有被选举出来的议会，也没有被选举出来的政府。[[35]]可见，这些州尚未拥有国家三要素说意义上的国家权力。因此，即便就在该时刻，这些州已不可能是独立的国际法主体。再次，被《实现国家统一的条约》废除的《州建制法》第2条曾规定，民主德国的领土是不可分割的。据此，应排除民主德国分裂以及个别州脱离的情形。这一规定与民主德国按联邦区划制度划分成各成员州并不矛盾，正如在《州建制法》第1条中所规定的那样。

综上所述，可以肯定，在民主德国加入联邦德国前，没有发生民主德国分裂为五个联邦州的情况，而仅仅是那些州通过1990年7月22日的《州建制法》被作为民主德国的成员州设立或重新建立起来。通过两德《实现国家统一的条约》第1条第1款，联邦德国向民主德国承诺，接受该联邦区划制度。这就避免了，在民主德国加入联邦德国之后，民主德国作为一个整体成为联邦德国的一个成员州，以至于原民主德国在联邦参议院的投票份额问题上吃亏。[[36]]
三、柏林的特殊地位
探讨柏林法律地位的意义在于，针对西柏林州与民主德国签订的条约，确定柏林是怎样的缔约方，以便明确那些条约属于国际法上的条约，或是自成一类的条约，应该如何处理它们。

二战结束时，不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事实上，柏林[[37]]都是一个统一体。在战争结束前，1944年9月12日和11月14日达成了《伦敦议定书》；1945年7月25和26日，就法国的加入达成协议，作为前者的补充协定。以这些条约为基础，美英法苏四个战胜国在柏林设立了一个占领区。依据上述条约，美英法苏四强共同享有有关占领权[[38]]，时间长达几十年。其间，先后经历了苏联代表退出盟军司令部、1948年货币改革和1961年建造柏林墙等重大事件，柏林被逐步分割为西柏林和东柏林两部分。

四强将柏林独立出来，形成德国的第三个区域。虽然柏林继受了联邦德国的法律，但它既不隶属于联邦德国，也不隶属于民主德国。从国际法角度看，直至1990年，尽管柏林事实上被分割，但其作为未被改变的统一体继续存在，其续存的占领法意义上的地位实现了对柏林的维护功能。但是，柏林并不能凭借该被承认的国际法上的地位而成为独立的国际法主体，而是与以往一样，继续作为续存的整个德意志国家的一部分。

从国家法角度看，自两个德意志国家建立以来，在1949年，西柏林与联邦德国、而东柏林则与民主德国加强了联系。一方面，1949年10月生效的民主德国宪法第2条第2句[[39]]宣布柏林为民主德国的首都；此后，苏联和民主德国把柏林城的东区视为民主德国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和首都。而另一方面，根据《基本法》第23条第1句，联邦德国《 基本法》的效力及于大柏林地区。《柏林宪法》第1条第2款规定，柏林是联邦德国的一个州。在许多判决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也同样认为，柏林是联邦德国的一个州，不过，受到西方列强最高行政长官的所谓保留意见的限制。[[40]]与此相反，美英法苏四强则多次强调，最后一次是在1971年9月3日的《四强协定》当中，西柏林不是联邦德国的组成部分。从法理上说，基于四强对整个柏林的控制和规制，柏林当时不属于任何一个德意志国家，进而言之，西柏林不属于联邦德国，东柏林也不属于民主德国。可见，民主德国宪法、联邦德国《基本法》和《柏林宪法》对柏林地位的认识和宣称都是有瑕疵的。

1990年9月12日，六国外长在莫斯科签署了《最终解决德国问题的条约》[[41]]，其第7条第1款确定，终止四强关于柏林和德国作为整体的一切权利和责任，放弃对德统一和西柏林的最高主宰权。事实上，在签署该“2+4”条约之前，四强已经发表关于解除其权利和责任的声明，并宣布，德国享有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全部主权，并可自由结盟；在规定的期限内，四国从德国撤回占领军。该声明将在德国统一时生效。因此，自1990年10月3日起，对于（大）柏林而言，原来的四强地位已经不再存在。由此而来，从该时刻开始，维护功能消失。柏林虽然在国家法上被实际分割，但该维护功能却使柏林得以在国际法上一直固守其统一的地位。因此，柏林被分割成西柏林和东柏林，这一事实上的分割在国际法上构成一个法律时点，即西柏林成为联邦德国的一个联邦州，而东柏林成为民主德国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根据《实现国家统一的条约》第1条第2款，德国国家实现统一，同时，东柏林的11个区加入到西柏林中，西柏林原有12个区。结果是，作为联邦德国的一个联邦州，如今只存在一个城市州（Stadtstaat）柏林，其疆域范围原则上由1920年的《大柏林法》（“Gross-Berlin”-Gesetz）明确规定。[[42]]柏林的统一遵循了与其他德国领土统一一样的基本原则。由《实现国家统一的条约》第1条第1和2款可知，由23个区组成的柏林不是一个新的联邦州（若是，则柏林会在第1款中被列举），而是一个旧的联邦州——（西）柏林。所以，该由《实现国家统一的条约》第1条第2款设立的柏林州与（西）柏林州的身份是一致的。[[43]]
四、结语
有学者从政治学角度分析认为，两德统一就其实践过程模式而言，表现出曲线型统一和实力型统一两大特点，其结果模式是典型的吸纳统一模式，具体表现在东德以联邦制的形式加入西德。[[44]]从国际法角度看，通过对历史事实和有关条约的论述，以及对身份一致说、分别治理说及国家核心等理论的分析比较，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德意志帝国没有由于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而消亡；在两德统一之前，联邦德国与德意志帝国在国际法上的主体身份是一致的；作为平等的国际法律主体，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于1973年同时被联合国接纳，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两德统一之后，民主德国作为国际法主体不再存在，联邦德国是整个德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唯一代表。柏林曾经拥有占领区的特殊地位；由23个区组成的柏林不是一个新的联邦州，而是一个旧的联邦州——（西）柏林，新设立的柏林州与（西）柏林州的身份是一致的。对上述问题，美英法苏四国的军事行动和政治安排具有决定性影响。

的确，对于德国而言，2009年具有非凡的意义。其中，七十年前，德国入侵波兰，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六十年前，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相继成立；二十年前，德国人“终于能在28年后重新自由地穿越柏林勃兰登堡大门，为民族统一欢呼和庆祝···”[[45]]。今天，德国不再是令欧洲人担心的战争策源地，而是欧洲和平与安全的重要保障之一；德国和德国人民更加深入持久地融入欧洲，与欧洲和欧洲人民产生良性的互动，一起在欧洲努力实现永久和平的理想世界。回顾历史，其中许多事件值得反思和领悟。

从德国统一进程看德国及柏林的国际法律地位
Zur internationalen Rechtslage Deutschlands und Berlins aus Sicht des Einigungsprozesses von Deutschland
作者简介：
葛勇平（1970- ），
男，汉族，哈尔滨工业大学法学院教授，德国马堡大学法学博士，哈工大德国法研究所所长、法学院国际法教研部主任。中国国际法学会理事、中国欧洲学会欧洲法研究会常务理事、黑龙江省法学会比较法研究会副会长、德国中德法学家协会（CDJV）会员。出版《香港与欧洲联盟的国际法主体资格问题研究》、《欧洲法析论》等中、德文著作3部，发表中、德、英文论文、译文40多篇。

吉尔伯特·高内克（Prof. Dr. Dr. h. c. Gilbert Gornig, 1950- ），
男，德国马堡大学法学院院教授，法学博士，多项荣誉博士，任法学院院长、公法研究所所长、金融服务法研究基地发言人、欧洲跨学科研究小组发言人，讲授国际法、欧洲法、德国国家法和行政法，其学术研究的重点是国际法，并在上述领域发表德、英、法文学术论文100多篇、出版专著20余部。是葛勇平博士论文的指导教师。

本文刊于《德国研究》2009年第4期



*本文为2008年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国际法主体的前沿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编号：11534047）的阶段性成果。

[[1]] 关于国际法主体的定义、分类、特征及其与国家主权和缔约权限的关系等问题，可参见Yongping Ge, Kong’s International Legal Status and Treaty-Making Competence, in: Gornig/Schoebener/Bausback/Irmscher (Hrsg.), Iustitia et Pax, Duncker & Humblot, Berlin 2008, pp. 1081 - 1102.

[[2]] 参见Otto Kimminich/Stephan Hobe, Einfuehrung in das Voelkerrecht, 7. Aufl., Tuebingen, Basel 2000, S. 74 ff. 邵津主编：《国际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36页。

[[3]] 参见德国《联邦法律公报》（Bundesgesetzblatt）1973年第2卷第430页以下。

[[4]] 参见1945年6月5日《柏林宣言》。

[[5]] 参见《联邦法律公报》1955年第2卷第215页以下、253页以下、305页以下。

[[6]] 参见1954年3月25日前苏联声明的前言部分。

[[7]] 例如，40多个国家以国际法上必要的形式向德意志帝国宣布了战争状态的结束。

[[8]] 参见1949年5月生效的联邦德国《基本法》（Grundgesetz）前言和第16、23、116和146条。该法后经多次修改，特别是在两德统一前后有一些重大修改，为统一做了铺垫，为统一之后的发展做了安排。参见李秀清：《两德统一与德国宪法制度的发展》，《法商研究》1999年第4期，第115-119页。关于《基本法》的制订过程及其与美英法三国《占领章程》（Besatzungsstatut）之间的关系，参见孙珺：《德国基本法与政党制度对欧洲一体化的启示》，载《德国法研究》第1卷，葛勇平、孙珺主编，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和21页。

[[9]] 参见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判例集》（Entscheidungen de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第2卷，第266页以下和第309页。

[[10]] Vgl. Jens Hacker, Der Rechtsstatus Deutschlands aus der Sicht der DDR, Koeln 1974, S. 137 ff.

[[11]] 《基础条约》（Grundlagenvertrag）是《关于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关系的基础条约》（Vertrag ueber die Grundlagen der Beziehungen zwische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und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的简称，该条约于1972年12月21日在东柏林签订。参见《联邦法律公报》1973年第2卷第423页以下。

[[12]] 见《联邦宪法法院判例集》第36卷第1页以下和第16页关于《基础条约》的判决。

[[13]] Vgl. Georg Teyssen, Deutschlandtheorien auf der Grundlage der Ostvertragspolitik, Diss. Wuerzburg 1983.

[[14]] 参见《联邦法律公报》1953年第2卷第333页以下。

[[15]] 参见《联邦宪法法院判例集》第6卷，第338页。

[[16]] 参见《联邦宪法法院判例集》第36卷第1页以下。

[[17]] 关于“台索决议” （“Teso-Beschluss”），参见Dieter Blumenwitz, Die Deutsche Staatsangehoerigkeit und der deutsche Staat, JUS 1988, S. 607 ff.

[[18]] 参见范宏云：《两德统一与两岸统一之国际法比较分析》，《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23页。

[[19]] 参见《基础条约》第3条、第4条和第6条。

[[20]] Vertrag ueber die Schaffung einer Waehrungs-, Wirtschafts- und Sozialunion，该条约被称为“第一份国家条约”。

[[21]] Vgl. Johannes Wasmuth, Das Regelungswerk des Einigungsvertrages, DtZ 1990, S. 294.

[[22]] 参见《建立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条约》第3条第3句。

[[23]] 《基本法》第23条第2句原文是“In anderen Teilen Deutschlands ist es (das Grundgesetz) nach deren Beitritt in Kraft zu setzen”。

[[24]] 参见《联邦宪法法院判例集》第36卷，第1页以下和第29页。

[[25]] 这是联邦宪法法院在确定《基本法》第23条的意义时的看法。参见《联邦宪法法院判例集》第36卷，第1页以下和第28页。

[[26]] Vertrag ueber die Herstellung der staatlichen Einheit，1990年8月31日签署，被称为“第二份国家条约”。

[[27]] 例如《联邦德国与苏联关于苏联军队限期驻扎和从德国领土有计划撤离方式的条约》，参见《联邦法律公报》1991年第2卷第256页以下；1990年11月14日的《德国和波兰确认边界条约》，参见《法兰克福汇报》（FAZ）1990年11月15日第2版。

[[28]] See J. A. Frowein, Deutschland im Rahmen des Voelkerrechts, VVDStRL 1990 (Bd. 49), S. 8 ff; Kay Hailbronner, Voelker- und europarechtliche Fragen der deutschen Wiedervereinigung, JZ 1990, S. 449 ff. C. E. Stewart, Taking Reichs seriously: German unification and the law of state succession, 104 Harvard Law Review 1990, pp. 588-606. A. Randelzhofer, German unification: constitu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implications, 13 Michig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91, pp. 122-143.

[[29]] 在两德政府签署的《实现国家统一的条约》中明确规定，德国放弃对奥得——尼斯河以东的战前德国领土的要求。

[[30]] 该条规定：“本《基本法》首先在巴登、巴伐利亚、布莱梅、大柏林、汉堡、黑森、下萨克森、北莱茵-威斯特伐伦、莱茵兰-法耳次、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符腾堡-巴登与符腾堡-霍亨佐伦各州及各地区适用。本法在德国其他领域在其加入后生效。”可见，德国《基本法》首先主要适用于联邦德国，在德国其他部分加入后，也对其他部分生效。当时这只是一种设想，并没想到后来的两德统一真的依此路径实现了。参见孙珺、张春雷：《从德国统一看国际法条约中的国家继承问题——德国马堡大学高内格教授讲座综述（一）》，载《哈工大法学网》，http://law.hit.edu.cn/article/2009/03-18/03145653.htm，2009-03-19访问。

[[31]] 根据《实现国家统一的条约》第1条第1款，这些州是勃兰登堡、梅克伦堡－前波莫瑞、萨克森、萨克森－安哈特和图林根。

[[32]] Vgl. Peter Jochen Winters, Rechtlich wurden die Laender der DDR niemals aufgeloest, FAZ v. 5. 2. 1990, S. 5.

[[33]] 1990年7月22日颁布实施的《州建制法》（Laendereinfuehrungsgesetz）。参见民主德国《法律公报》1990年第1卷，第955页以下。

[[34]] 参见民主德国《法律公报》1990年第1卷，第1324页。

[[35]] 参见《州建制法》第23条第3款。

[[36]] 参见《基本法》第51条。

[[37]] 或称“大柏林”，这是自1920月4月27日普鲁士《柏林市镇建制法》（Gesetz ueber die Bildung einer Stadtgemeinde Berlin）以来的称谓。

[[38]] 在四强各自所辖区域，各战胜国可以独立处理政务；但对整个占领区，四强必须首先协商一致，然后行事。

[[39]] 参见民主德国《法律公报》1949年，第5页以下。

[[40]] 参见《联邦宪法法院判例集》第7卷，第1页以下；第36卷，第1页和第17页。

[[41]] 《最终解决德国问题的条约》（Vertrag ueber die abschliessende Regelung in Bezug auf Deutschland）被简称为“‘2+4’条约”。六国外长分别来自联邦德国、民主德国、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

[[42]] 参见两德《实现国家统一的条约》附录I。

[[43]]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该（西）柏林州与民主德国缔结了许多条约。关于西柏林州与民主德国签订的诸多条约的命运，笔者拟另文探讨。

[[44]] 参见王英津：《两德复归统一模式之述评》，《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第80-83页。

[[45]] 李乐曾：《2009年对德国的意义》，载《德国研究》，2009年第2期，卷首语。

来源:《德国研究》2009年第4期
